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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使用机制复合体来描述双边、区域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
的组合。机制复合体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治理机制
转移、出现 “选择法院”以及对规则选择性的执行和解释，并在各治理机制
之间造成低效竞争；机制复合体也可能提供了加强合作和提高效率的机会，
个体机制通过机制间学习、说服和信息交流等互动过程促进了合作。考虑到
机制复合体中多层治理机制之间核心规范的差异性与个体机制的策略选择两

个维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文章
提出了机制复合体的四种类型：良性协同、功能性竞争、建设性合作和恶性
破坏，并通过案例说明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重叠的后果。案例分析表明，不
同领域的金融治理机制间相互作用的范围、性质、层级等要素存在很大差异，
其演进规律也不相同。尽管我们希望合理化和简化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架构，
但金融机制复合体中的多层安排具有战略和政治动机，因而加强全球安排和
治理机制的努力，不太可能扭转金融治理多边化和区域化的趋势。因此，推
动机制复合体内各个体机制的协调，并促使其朝着减少分歧、增加互动的方
向发展，是提高机制复合体治理有效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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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数量显著增加，规模不断

扩大，业务内容更加宽泛。由于各种组织、协议、倡议的大幅增加，全球治

理机制变得越来越密集，各个机制之间的重叠、交叉和互动也越来越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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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将这一现象表述为机制复合体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① 随着区域治理机制

数量的增长，全球、区域、双边金融治理机构也变得更加分散和多层次，不

满现行治理机制的参与者可能会通过寻求创建自己主导的机构或组织，以挑

战现有机制的规则和实践。一些学者倾向于用制度过剩、制度重叠、机制复

合体等概念来描述地区内各种制度竞相出现的现象，导致了关于所谓 “竞争

性多边主义”（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的讨论。② 一些研究认为，建立替

代性区域金融治理机制会导致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碎片化，治理机制的碎片化

使得国际治理活动重叠的领域增加，也使得行为主体预期的 “焦点”扩散。③

全球、区域、双边和国家安排混合在一起的多层治理机制，往往被描述

为全球治理机制的缺陷，由于重叠机制的成员之间缺乏承诺，在利益和意识

形态上的分歧日益扩大，而且最近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倾向于从基于规则的治

理机制，转向更加非正式的基于网络的治理机制。④ 机制复合体中持续存在

的差异使得行为体对规则和规范的理解不同，成员可以利用多个金融治理机

制中的法律、制度碎片化和规则模糊性，对其承诺进行选择性解释和执行，⑤

导致出现 “选择法院”（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现象。多层治理机制还可能会带来

治理机制转移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⑥ 导致参与者在平行机制中创建相互矛盾

的规则或 “反治理机制规范”，以挑战既定的机制管理框架。选择法院、治

理机制转移以及对规则选择性的执行和解释，制约了多层治理机制的有效

性，并在各治理机制之间造成低效竞争。⑦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领域存在广泛的重叠，使得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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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种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是 “独立的”的这一假设存在严重不足。从积极的
一面来看，机制复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各类行为主体参与的机会和渠
道；但另一方面，机制复合体中的 “聚合”（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机制往往会出现
法律上的不一致，重叠的规则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协调，各种层级金融治理机
制之间可能相互排斥，会为成员创造套利机会，① 导致其遵守国际条约的
“义务感”下降，进而会阻碍成员间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益复杂的
治理机制对全球金融治理规则和实践带来了挑战，甚至成为导致区域合作整
体效用受损的一个因素。②

本文使用机制复合体来描述双边、区域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组合，机
制复合体是两个或多个组织机构的集合，它们在成员资格和监管范围上存在
重叠，并且在规范性和操作性因素上相互作用。本文研究认为，机制复合体
对合作有效性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机制复合体中个体治理机制之间在规则、治
理领域上的差异，而且还取决于机制复合体中个体治理机制成员的策略选
择。如果机制复合体中个体治理机制成员倾向于推动新旧金融治理机制的合
作，且个体治理机制的规则、实践领域具有一定兼容性或 “补充性”，其功
能重叠反而有可能产生治理机制之间的分工合作，并促进机制彼此之间的适
应性，进而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

一、国际金融治理中的机制复合体

随着全球治理的不断深入，围绕各个问题领域形成的机构和制度也越来
越复杂，这一现象被概括为机制复合体。机制复合体内既有以国家和政府为
主导的正式制度，也存在着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自下而上的临时安排。卡
尔·罗斯特兰 （Ｋａｌ　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和戴维·维克多 （Ｄａｖｉｄ　Ｖｉｃｔｏｒ）将机制复合
体定义为 “管理特定问题领域的一系列部分重叠和非等级制度”，“机制复合
体由一些基本机构、机构之间的横向结构，以及共同的问题领域组成”。③ 随

—１２１—

①

②

③

Ｃ．Ｒａｎｄａｌｌ　Ｈｅｎｎｉｎｇ，“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８，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０１－１０６．

Ｌａｕｒａ　Ｇóｍｅｚ－Ｍ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ｐ．１９－４２．

Ｋａｌ　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Ｖｉｃｔｏｒ，“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８，Ｎｏ．２，２００４，ｐｐ．２７７－３０９．



　□ 当代亚太　

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对机制复杂化的成因、类型、过程与后果进行了深入分

析。凯伦·Ｊ．奥尔特 （Ｋａｒｅｎ　Ｊ．Ａｌｔｅｒ）和索菲·梅尼尔 （Ｓｏｐｈｉ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

将机制复合体定义为 “存在嵌套的、部分重叠的、平行的、不按等级顺序排

列的国际制度”。① 阿曼丁·奥西尼 （Ａｍａｎｄｉｎｅ　Ｏｒｓｉｎｉ）、让－弗里德里克·

莫林 （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和奥兰·杨 （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则将机制复合体定

义为 “三个或三个以上与共同主题相关的国际体制的网络，其成员存在重

叠，能够产生实质性、规范性或操作性的相互作用”。②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

出，机制复合体不同于个体机制，它在功能上是覆盖国际机制的系统，通常

不是由明确界定的成员建立的，也不构成制定集体决策和塑造普遍接受规范

的组织机构。

早期研究关注更多的是识别和解释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联系模式，③ 最

近的研究开始考虑复杂性治理机制是如何影响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因果机

制的，其目标是揭示日益复杂的区域治理机制与全球治理机制重叠的后果，

解释治理机制复杂性如何影响合作的有效性。在阐述机制复合体影响全球治

理模式和动态的不同因果机制方面，一些研究侧重于系统层面，强调治理机

制之间的溢出和功能重叠，关注多个治理机制之间复杂互动的总体模式。研

究认为，机制复合体并不仅仅是反映了构成它的所有个体机制的总和，而更

像一个生态系统，可以通过对构成它的基本个体机制的运作来影响全球治

理。④ 凯伦·Ｊ．奥尔特和索菲·梅尼尔在讨论机制复合体对不同问题领域国

际合作的影响时发现，机制复合体通过不同途径影响了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

的决策策略和选择，从而影响了国际合作的结果。⑤ 阿曼丁·奥西尼、让－
弗里德里克·莫林和奥兰·杨讨论了机制复合体对合作前景和有效全球治理

的系统性影响，其研究发现，分散的系统在管理和解决跨国问题上往往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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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系统成功有效。①

而另一些研究则侧重于治理机制的动态，用以检验一个治理机制是如何以

及在何种条件下影响另一治理机制的发展和绩效的。当一个治理机制中组织机

构的运作，通过共同活动直接影响另一个治理机制中组织机构的绩效时，两个
（或更多）组织机构之间会出现溢出效应或 “功能联系”（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当 “一个问题领域的合作破坏 （促进）另一个问题领域目标的追求”时，会产

生负向 （正向）溢出效应。② 托马斯·格里林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ｅｈｒｉｎｇ）和塞巴斯

蒂安·奥伯苏尔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Ｏｂｅｒｔｈüｒ）对国际机制体系内特定类型的机制

互动对治理的影响提出假设，研究国际机制是如何对彼此的发展和效力施加

因果影响的，并提出四种因果机制，以解释一个机制影响另一个机制的途

径。他们认为，机制间的互动依赖于知识的转让、在机制下做出的承诺、机

制的行为效应以及所涉机制最终治理目标的功能联系。③

由于机制复合体缺少明确的等级制度，机制复合体中的个体机制和行为

主体围绕既定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准则和决策程

序，它们往往也在原则、规范、原则或程序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

使得机制复合体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冲突。如果机制复合体中的个

体机制分别采用相互矛盾的规则，这种分歧可能会破坏合作。劳拉·戈麦

斯－梅拉 （Ｌａｕｒａ　Ｇóｍｅｚ－Ｍｅｒａ）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机制复合体通过三个

渠道削弱了区域合作的有效性：一是机制复合体导致了法律规则的碎片化和

监管模糊性，增加了合规和实施技术的成本；二是机制复合体允许各成员采

取机会主义行动———有选择地执行规则，导致了成员跨机制的战略选择，一

般实力强大的参与者往往更善于利用这些机会，因而机制复合体加剧了权力

的不对称；三是平行和重叠的治理机制破坏了区域合作的一致性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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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加剧了区域内的分裂和利益分歧。①

在实践中，一些大国主导建立的大型国际组织 （如布雷顿森林机构），

它们长期垄断知识、话语和资源，享有不受挑战的权威。机制复合体可能增

加大国或者主导行为体的优势地位，使其能够更多利用机制来推进自身利益

的额外动机，以更好地影响议程设置，强化自身的谈判地位。近年来，随着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一些议题领域开始出现多个治理者提出多个治理方

案。虽然这些方案之间在理念和方法上存在差异，但新兴经济体成立新的治

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其在发展替代性机制，一些创新是其根据自身利益和理念

而采取的无针对性的治理行为，即这些治理行为虽然客观上冲击了传统的权

威性治理者，但这并不是这些竞争性治理者的本意。② 特别是随着现有国际

治理机制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个体机制之间的治理活动存在重叠，但这种

扩张往往是对准则、规范、政策需求的变化做出的反应，并不是刻意制造机

制之间的冲突。而且由功能需求引起的职能重叠还可能会促进机构之间的分

工合作和治理机制的相互适应，最终实现预期的机制间互补。③

机制复合体中的个体机制往往关注一些特定的领域，并且可能在不同的

机制复合体内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治理制度碎片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

治理失灵，参与者决定其在机制复合体中重叠领域的执行行为，不是根据其

在单一个体机制下达成的承诺，而是根据整个机制复合体中所遵循的全部相

关规定和义务。考虑到在机制复合体中的多个机制可能提供了加强合作和提

高效率的机会，属于多个治理机制的成员也可能有兴趣维护复杂治理机制的集

体目标、集体产品和治理秩序，并在各治理机制之间进行分工，实现 “协同合

作”。成员也可以利用治理机制的重叠来交换信息、创建和重新定义问题、传

播规范，寻求对治理机制适应与磨合的解决方案，这些合作战略可能抵消治理

机制重叠的负向溢出和治理机制之间非合作行为的后果。因此，机制复合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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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塑造了机制内成员的行为，而且对治理机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产生了更大

的影响，不应简单地将创建更多的治理机制完全归结为消极的影响。①

全球治理从本质上是一个由多元行为体提供不同方案的竞争性平台，一

些有针对性的制度创制行动带来了治理竞争，其初始目的可能来自国际政治

行为体获取权力，但导致治理机制碎片化更多的原因可能与政策领域功能差

异及其复杂性相关，而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参与者对现有治理的机制不满。

竞争不一定会造成机制复合体中个体机制之间的持久不相容，实际上，有些

区域治理机制的能力非常有限，需要全球治理机制对其提供帮助。在机制复

合体中，个体机制之间存在持久紧张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协同作用和相

互适应。不同的治理机制在不同领域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例如，区域治理

机制能够提供区域的专业知识，全球治理机制具有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实践，

对全球治理机制这一公共产品的需求足以使两者共存。② 复杂性治理机制对

全球治理的影响，取决于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以及

参与者如何权衡监管套利的激励措施。因此，机制复合体有可能在构成它的

基本个体机制和实质性规则之间建立某种秩序，从而稳定机制复合体中各个

体机制之间的互动模式，降低竞争压力。

二、机制复合体的类型

早期关于机制互动的研究提供了将不同类型机制联系进行分类的方法，

例如，维诺德·阿加瓦尔 （Ｖｉｎｏｄ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按照新治理机制与现有治理机

制协调方式的不同，将机制复合体中的安排区分为嵌套型 （ｎｅｓｔｅｄ）和水平

型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嵌套型安排涉及某种类型的层次排序，而水平型机制处理相

关活动，但不遵循层次排序。③ 奥兰·杨则区分了四种类型的机制联系：嵌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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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ｂｅｄｄｅｄ）、嵌套型、集群型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和重叠型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机制联系。①

鉴于现实中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如果分类中忽视了合作过程中各个体机

制的策略选择，则无法识别各个体机制的主动性和被动性参与之间所存在的

重要区别。② 一些研究表明，真正影响机制复合体性质的不是其规模，而是

各个机制之间的互动是冲突的还是协调的。刘宏松和林海文认为，国际机制

间合作需要满足能力互补和目标相容两个条件，在能力互补的两个国际机制

之间需要达成目标相容才能实现合作，但这一过程受到政治机会和目标机制

的决策程序影响。国际机制间互动分为竞争和合作两种类型，国际机制均有

确立自身在特定领域中心地位的动力，这导致国际机制间的竞争；但除国际

机制间竞争外，国际机制间也存在合作的可能，机制之间通过信息、专业知

识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进而实现治理目标。③

本文在考虑机制复合体中核心规范在各个体机制之间相融合程度的基础

上，还同时考虑个体机制的策略选择，将核心规范和策略选择作为机制复合

体中重叠领域影响国际金融治理有效性的渠道 （见图１）。从个体机制遵循的

核心规范来看，机制复合体中个体机制倾向于形成自己的政策规则偏好，机

制复合体中的机制重叠可能会激励个体机制争夺治理领域的主导权，从而带

来竞争和自利行为，使得彼此之间在制定核心规范上存在冲突。但有时，机

制复合体中虽然存在多元治理机制，但这些治理机制所提供的治理方案却共

享核心理念、规范和方法，则冲突和竞争在这些多元治理机制和核心规范之

间并存；如果多元治理机制只是对最优治理路径存在不同理解，它们的活动

并不以影响其他机制的活动为目标，也不是独立设计可操作的治理方案，则

不存在策略上的竞争。总之，个体机制利用重叠的治理机制来促进其规范性

议程，提出制定补充治理机制的规则，或者提高对一治理机制所解决特定跨

国问题的认识，以及利用准则重叠来加强和／或重新解释现有准则，以加强

核心准则的一致性，此时多元治理机制实际上处于松散的 “实践共同体”

—６２１—

①

②

③

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ｏｌａ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Ｎｏ．１，１９９６，ｐｐ．１－２４．

李昕蕾：《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载 《欧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
期，第９１～１１６页。

刘宏松、林海文：《反恐融资领域的国际机制间合作———政治机会与决策程序的视角》，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１０７～１３１页。



金融体系中的机制复合体与国际金融治理　

之中。①

图１　机制复合体中重叠领域对国际金融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渠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机制复合体中个体机制的策略选择来看，机制复合体中个体治理机制

在管辖权冲突时面临着权衡，遵从另一个治理机制有助于减少重复和机制套

利机会，但它也要求成员放弃自己制定规则的机会。如果个体机制的行动选

择是策略竞争，则表明竞争主体力求通过自主提供治理方案，并经由该方案

的有效实施来获得权威。如果个体机制通过制度遵从 （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② 则可能

将制定准则的努力集中在不同的子问题上，因此可以缓解机制之间的规则冲

突，并促进机制复合体内的分工，实现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机制遵从对机

制复合体中各个体机制具有重新分配权威的潜力，在预先没有明确权威结构

的情况下，机制遵从可能会导致权威从一个体机制转移到另一个体机制。

泰勒·普拉特 （Ｔｙｌｅｒ　Ｐｒａｔｔ）列举了两种机制遵从模式：一是 “功能效

率”模式，机制复合体内各个体机制在专业知识、决策结构和法律权威方面

存在差异，各成员可以利用机制的互补性，以克服全球治理的缺陷，最大限

度地提高合作收益。二是 “成员权力”模式，机制遵从会影响机制复合体中

—７２１—

①

②

余博闻：《治理竞争与国际组织变革———理解世界银行的政策创新》，第７８～１０７页。

制度遵从是在同一政策领域运作的个体机制接受另一个体机制制定的规则和行使权力，这
使得个体机制之间能够避免采用相互冲突的规则，并通过分工来获取效率收益。参见 Ｔｙｌｅｒ　Ｐｒａｔｔ，
“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２，

Ｎｏ．３，２０１８，ｐｐ．５６１－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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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机制权力的分配，当一个个体机制成员遵从另一个个体机制时，管理

权往往从该个体机制转移到另一个个体机制。当机制遵从不对称时，机制复

合体内某些个体机制会扩展其管辖权，而其他个体机制则会放弃一部分管辖

权。① 因此，机制遵从有助于构建机制复合体内各个体机制之间的权威等级，

在某些情况下，机制复合体内个体机制成员的成功协调能够最终减少或消除

机制复合体内治理领域的重叠。

本文利用有关治理机制互动和治理机制复杂性的研究，将机制复合体分

类，该分类考虑了机制复合体中多层治理机制之间核心规范的差异性与个体

机制的策略选择两个维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国际治理机制有效性

带来的影响。本文将 “有效性”理解为个体机制有能力：（１）减少或解决具

体问题；（２）影响个体机制的行为和政策选择。② 因此，本文关注在机制复

合体中，治理机制重叠在多大程度上加强或破坏了解决问题和合作行为的努

力。下面考察四种假设场景 （见表１）。

表１　机制复合体的分类

个体机制的策略选择

遵从 竞争

核心准则
一致 （Ⅰ）良性协同 （Ⅱ）功能性竞争

冲突 （Ⅲ）建设性合作 （Ⅳ）（潜在的）恶性破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是良性协同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在第一单元中，机制复合体中两

个或多个重叠个体机制通过制度遵从进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且个体机

制所制定遵循的核心规范是一致的。当这些合作策略具有积极影响合作的有

效性时，机制复合体中的个体机制之间开启了治理的良性循环。

二是功能性竞争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在第二单元中，虽然机制复

合体各个体机制所制定遵循的核心规范是一致的，但一个体治理机制利用治

理机制重叠破坏遵守规范或采取歧视性准则的方式，以加剧个体治理机制之

间的冲突为代价来提高自己的收益，从而降低机制复合体中个体治理机制之

—８２１—

①

②

Ｔｙｌｅｒ　Ｐｒａｔｔ，“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ｐｐ．５６１－５９０．
Ｍａｒｃ　Ａ．Ｌｅｖｙ，Ｏｒａｎ　Ｒ．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üｒ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Ｎｏ．３，１９９５，ｐｐ．２６７－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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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合作的有效性。这种非合作的策略选择还可能包括使用 “选择法院”、治

理机制转移、选择性执行法律承诺，或制定与现有规则冲突和／或竞争的规

则，因此，在该单元中的机制合作远不如在第一单元中有效。

三是建设性合作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在第三单元中，机制复合

体中各个体治理机制所制定需要遵循的核心规范存在冲突，但各个体治理机

制也可以利用机制重叠提供的机会，推动更广泛的需要遵守的规范、准则和

战略合作。这些战略合作反映了各个体治理机制的规范偏好，各治理机制之

间相互影响的总体效果取决于核心规范冲突的程度与策略选择之间的平衡。

如果合作抵消了不利的核心规范冲突效应，则能够提高机制治理的有效性。

四是恶性破坏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在第四单元中，机制复合体中各

个体治理机制所制定需要遵循的核心规范不仅存在冲突，而且个体治理机制

中成员的行为是机会主义的，其利用机会规避对自己不利的义务，这削弱了

机制促进合作和解决跨国问题的能力，甚至损坏、颠覆另一个体治理机制的

规范、秩序，从而使治理陷入一种完全的松散无序性状态。

三、案例讨论：机制复合体中的国际金融治理

（一）良性循环：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世界银行、亚

洲开发银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ＢＲＤ）是为了帮助战后的欧洲重建。后来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将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资金

支持和专业咨询。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中期，许多地区开始成立

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ｓ，ＭＤＢ），如美洲开发银

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ＩＤＢ，１９５９年成立）、非洲开发银行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ＡｆＤＢ，１９６４年成立）、亚洲开发银行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ＡＤＢ，１９６６年成立，简称 “亚行”）等，１９９１年成立

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ＢＲＤ）则是为了促进东欧等转型经济体的市场经济和欧洲的扩张。这些开

发性银行在治理和运营方面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非常相似。具体到运营业务

上，大多数区域开发银行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与世界银行 （ＷＢ）类似，几十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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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世界银行和其他区域开发机构经常在发展战略和项目上进行合作，不

同的多边开发银行之间没有严重的准则和规范冲突。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成立的新开发银行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ＮＤＢ，又称 “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ＡＩＩＢ，简称 “亚投行”）则是组建国际金融组织的最新一次
浪潮。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最大的不同是，其由新兴经
济体领导，特别是中国在其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① 从准则设计来看，亚投

行、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和其他大多数 ＭＤＢ的准则相似，在促进经济发
展方面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章程的结构和内容与世行类
似，贷款规则和惯例被编入附则、议事规则和类似的正式文件；它们对所有
经济体开放，并且没有指定独占条件，② 新开发银行对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开
放，亚投行接受世界银行和亚行成员；新开发银行在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方
面制定了自己的要求，包括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尽管亚投行与世界银
行环境与社会标准有差异，但其目标具有一致性———贷款人与借款人必须遵

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世界银行的治
理特征。③

从策略选择来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之间
还均签署了备忘录 （ＭＯＵ），备忘录中确定了各自共同关心的领域之间的共
同点，明确了合作的目标和方式，这些规定包括，在体制建设和决策的各个
领域交流信息和知识、共同项目融资、交换工作人员和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
等。关于共同融资的规定强调，各项目必须符合银行合作的标准，这种合作

为世界银行提供了一项工具以协调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的贷款和条件。④

表２列出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六项潜在合作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８，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３－１１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ｄｏｕｌｏｓ　Ｋａｏｕｔｚａｎｉｓ，Ｐａｕｌ　Ｐ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Ｕｒｐｅｌａｉｎｅｎ，“Ｎｏｔ　Ｌｅｔｔｉｎｇ‘Ｂａｄ　Ａｐｐｌｅｓ’

Ｓｐｏｉｌ　ｔｈｅ　Ｂｕｎｃｈ：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４，２０１６，ｐｐ．３９９－４１８．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Ａｆｔｅｒ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２７１－２８５．
Ｅｕｇéｎｉａ　Ｃ．Ｈｅｌｄｔ　ａｎｄ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Ｓｃｈｍｉｄｔｋ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６，Ｎｏ．６，２０１９，ｐｐ．１１６０－１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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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合作情况。其中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在谅解备忘录中列示的六个

领域中，① 只有 “运营程序和实践”这一项没有包括在表２所总结的四个谅解

备忘录中，其他领域均包括在其中。功能上的互补性是开发性银行合作的基

础，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亚行在亚洲地区涵盖了许多开展共同

业务的领域和国家 （地区），可以预期它们之间的功能合作最终将覆盖所有六

个领域。②

表２　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六项潜在合作领域的合作情况

领域 ＷＢ－ＡＩＩＢ　 ＷＢ－ＮＤＢ　 ＡＤＢ－ＡＩＩＢ　 ＡＤＢ－ＮＤＢ

互派代表人员和／或借调工作人员 — Ｙ　 Ｙ　 Ｙ

咨询 Ｙ　 Ｙ　 Ｙ　 Ｙ

共享知识和信息 Ｙ　 Ｙ　 Ｙ　 Ｙ

运营程序和实践 — — — —

特定国家、特定行业以及企业运营 — Ｙ　 Ｙ　 Ｙ

融资／合作融资安排 Ｙ　 Ｙ　 Ｙ　 Ｙ

说明：Ｙ表示谅解备忘录中包括了该合作领域，“—”表示没有包括该合作领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网站相关资料整理得出。参见Ｃｏ－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ｎ／

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１６／０４／１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ａｉｉｂ－ｓｉｇｎ－ｆｉｒｓｔ－ｃｏ－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ｅｎ／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ｗｈｏ－ｗｅ－ａｒ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签署备忘录表明，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亚行都已意识到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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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１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了六项潜在合作领域：互派代表人
员和／或借调工作人员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ｏｒ　ｓｔａｆｆ　ｓｅｃｏｎｄｍｅｎｔ）、咨询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共享
知识和信息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运营程序和实践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特定国家、特定行业以及企业运营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ｅｃ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ｗｉｓ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融资／合作融资安排 （ｆｕ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ｄｕｍｎａ　Ｂ．Ｒａｎａ　ａｎｄ　Ｒａｍｏｎ　Ｐａｃｈｅｃｏ　Ｐａｒｄｏ，“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ｓｉａ”，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９，Ｎｏ．２，２０１８，

ｐｐ．２３１－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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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功能上的互补性和合作的潜力，到目前为止，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与传

统的多边开发银行合作进展良好。为了避免社会和环境治理方面的 “逐底竞

争”，世界银行、亚行与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结成合作伙伴，他们之间的合

作可以确保其保障措施适用于合作项目，甚至共同商定出一套适合新时期多

边开发银行运营中遵守的共同标准。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在成立几年后，已

经迅速适应了这种体制，特别是在知识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亚投行和新

开发银行得益于世界银行和亚行同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而有助于解决透

明度、治理、问责制、债务可持续性和环境标准等问题。因此，亚投行、新

开发银行的制度设计和行为并未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挑战。①

（二）功能性竞争：美元互换体系与人民币互换体系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互换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中

最富有代表性的包括以美联储为中心的双边美元互换体系，以及中国人民银

行与其他国家央行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②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ＦＯＭＣ）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宣布，与欧洲央行和瑞

士国家银行的美元流动性互换额度，向海外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然后又陆

续与其他国家央行签署双边美元互换协议，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９日，美联

储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扩展至１４个国家的中央银行。③ ２０１０年５月，ＦＯＭＣ
宣布，为应对短期美元融资市场再度出现的紧张局面，批准与加拿大银行、

英国银行、欧洲央行、日本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的美元流动性互换额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美联储和这些央行宣布将临时流动性互换安排 （包括美元流

动性互换额度）将转为长期安排。④ 原来只是短期应对危机手段的中央银行

货币互换在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和市场不断动荡的冲击之下变成了常设的机

制，而且没有限额，也没有具体使用限制和规则，中央银行货币互换提供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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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ｉｌｅｓ　Ｋａｈｌｅｒ，“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Ｗｉｌｌ　Ｅｉｇｈ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ｂｅ　Ｅｎｏｕｇｈ？”，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１－９．

张明：《全球货币互换：现状、功能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潜在方向》，载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６５～８８页。

这些银行包括：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巴西中央银行、加拿大银行、丹麦国家银行、英格兰
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韩国银行、墨西哥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挪威银行、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瑞典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

“Ｄｏｌｌａｒ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Ｓｗａｐ　Ｌｉｎ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ｏａｒ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ｏｖ／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ｂｓｔ＿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ｓｗａｐ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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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补充流动性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出于对自身在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过度依赖美元的担忧，中国政府开始
积极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了提高境外人民币可获得性，中国人民银行从

２００８年年底开始，积极地与外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韩本币互换
协议是中国人民银行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与其他央行签署的
本币互换协议。① ２００９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后，与之签
署人民币本币互换的经济体不断增加，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２０１７年７
月底，中国人民银行与３６家其他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总额超过３．３万亿
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 （其中失效２９２７亿元人民币）。② 由于人民币在资本
项目下尚不能自由兑换，且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
币互换时并未承诺在必要时用美元回购人民币，因此，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更多的是出于促进两国 （地区）之间贸易与投资发展为目的。当人民币逐
渐在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成为计价标准和交易媒介后，其他央行及货币当
局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会进一步增强。

货币互换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双边政策工具，允许中央银行通过给予各国
直接、短期的外汇储备使用权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据统计，到２０１５年，

５０多个国家的央行签署了约８０份掉期协议，总计超过１万亿美元。③ 当国
家银行系统面临来自外国市场流动性风险挑战时，它们为决策者提供了额外
的金融安全保障；由于国家银行系统不受全球和区域金融治理安排的形式化
和冗长决策过程的约束，因此，它们实际上是事前应急的危机管理机制。随
着美国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的相对下降，仅靠美国一家已无法维持现存体系

的稳定，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英镑、欧元、加元、日元、瑞士法郎
都无法取代美元，各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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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韩货币互换规模为１８００亿元人民币／３８万亿韩元 （按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９日汇率计算），双方
可在上述规模内以本国货币为抵押换取等额对方货币，协议的有效期为３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参见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中韩本币互换事宜答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ｇｏｕｔｏ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ｕ／１１３４５６／１１３４７２／２８９４５９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双边本币互换一览表》（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底），中

国人民银行网站，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ｈｕｏｂｉｚｈｅｎｇｃｅｅｒｓｉ／２１４４８１／２１４５１１／２
１４５４１／３３５３３２６／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２，

Ｎｏ．２，２０１９，ｐｐ．４４１－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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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货币互换就成了他们被动的选择。但是美联储在货币互换的对象选择上排

斥发展中国家，如秘鲁、土耳其、印尼和印度都曾想与美国签署货币互换而

被美国拒绝。其货币互换在包容性、选择对象上的缺陷，迫使新兴经济体建

立自己的货币互换和多边发展金融机构，以寻求流动性补充渠道。

对于中国而言，货币互换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和国

际可接受程度。人民币货币互换虽然在规模上不及美国等六国的货币互换，

但是在经济体数量上远超美国等六国货币互换参与国数量，这种包容性符合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求和方向，与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当然，货币互换机制并不能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和缺陷，货币互

换并不能代替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央行及货币当

局的人民币互换，还是由美联储主导的美元互换，都属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进程中的过渡性措施。这些机制参与者的不同利益取向、运行机制和不同的

透明度与全球金融体系稳定要求之间也存在不一致，因此仍然需要全球层面

在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监测和救助条件上进行合作。

（三）建设性合作：国际金融监管机制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监管目标进行了反思，

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金融监管偏重资本利益，导致金融创新过度。

宽松的金融监管标准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性，因此，世界各国决策者呼吁加强监管，维护金融稳定。为避免监管套

利，在监管上既关注银行也关注非银行金融机构，除商业银行外，规模大、

复杂程度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被纳入严格的监管范围。① 目前，在国际金

融监管合作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国际金融组织有金融稳定理事会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ａｒｄ，ＦＳ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ＢＣＢＳ，以下简称 “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ＯＳＣＯ）、国际保险

监督官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ＡＩＳ）等，

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已经发布了一系列监管新规则。

制度能力和监管专业知识是全球监管政治的重要权力来源，在国际金融

监管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例如，在巴塞尔委员会内部，发

—４３１—

① 綦相：《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启示》，载 《金融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３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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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的核心集团长期主导着监管政策的制定和谈判。直到２００９年，巴塞
尔委员会的成员都集中在巴黎俱乐部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ｕｂ）成员范围中。２００８年全
球金融危机后，成员扩大到包括了新兴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由于绝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对标准制定过程的参与就更
少，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长期不足。但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和监管机构面临着
强烈的声誉和竞争激励，愿意积极采用由国际监管机构 （一般由发达国家主
导）设计的核心国际金融标准，即使这些标准从纯技术角度来看也是次优
的。例如，虽然发展中国家监管机构在执行巴塞尔标准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自
由裁量权，监管机构也可以根据国内情况调整标准，但是金融全球化对巴塞
尔委员会的成员以及非成员的监管机构采用国际标准产生了非常强的激励，

即使国际标准与最适合本地环境的监管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国际金融监管以金融稳定为目标，标准的制定主要反映发达经济体的需
求，其复杂和严格的监管标准不但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相适应，而且可能
会阻碍普惠金融的发展。因此，国际金融监管要突破只注重促进金融稳定的
单一目标，不能以其他重要目标 （尤其是金融包容性目标）为代价，使发展
中国家承受标准制定机构单一目标的不利后果，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机构
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以顺应国际金融结构的变化和金融科

技的创新。① 在发展中国家的坚持下，一些全球标准制定机构已考虑金融监
管改革的非预期负面后果。例如，ＦＳＢ就监管改革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的影响，成立了六个区域协商小组，成员和非成员可就金融稳定问题和全球
监管改革议程交换意见。

２０１０年在韩国举行的峰会上，Ｇ２０领导人建立了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
组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ＰＦＩ），ＧＰＦＩ利用

Ｇ２０的影响力，支持国家创造促进创新性普惠金融的监管环境；ＧＰＦＩ下属
的 “监管和标准制定机构小组”（ｔｈｅ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Ｂｏｄｉｅｓ，ＳＳＢ）支持实施和推动Ｇ２０创新性普惠金融原则，在各种金
融体系评估中改善普惠金融。金融包容联盟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ＦＩ）通过与监管机构、金融科技协会的一项合作调查发现，政
策和监管者通过制定具体和专门的金融科技政策，能够加强其政策和监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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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促进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发展。

（四）（潜在的）恶性破坏：数字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与货币的有效融合催生出了

数字货币这一新的货币形式，数字货币迅速成为全球金融创新最受关注的领

域之一。① 一些研究认为，虚拟数字货币虽然负面效应较多，但可成为现有

主权货币的补充货币。如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已经得到美、日、德等

国认可，成为合法数字货币，这些国家通过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将其纳入监

管范围来规范数字货币交易程序，并使其成为法定货币的补充性货币。随着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一枚数字稳定币———泰达币 （Ｔｅｔｈｅｒ　ＵＳＤ，ＵＳＤＴ）的出现，

此后陆续出现了各种稳定币，美、日等国金融监管机构也已经对稳定币持认可

态度，并将其纳入监管体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ＩＭＦ）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前的货币形式主要有央行货币、加密货币、

由银行发行的Ｂ－ｍｏｎｅｙ、私营部门提供的电子货币 （Ｅ－ｍｏｎｅｙ）和私人投资基

金发行的Ｉ－Ｍｏｎｅｙ，因此，数字货币服务的提供方并不再局限于传统金融

机构。②

数字货币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和新的里程碑，其出现和发

展可能会对现代货币体系带来冲击、影响与挑战。目前影响最大、全球规模

最大的数字货币项目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 “天秤币”

（Ｌｉｂｒａ）项目，该项目由拥有２７亿用户的全球最大网络社交平台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推出。Ｌｉｂｒａ在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发布的白皮书中声称：“Ｌｉｂｒａ
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

施。”③ Ｌｉｂｒａ作为一种全球性私人数字货币创新实验，其构想是成为超主权

的数字货币 （Ｌｉｂｒａ是一种数字货币而不是货币数字化），其瞄准的是国家经

济主权中的铸币权和国家的经济监督管理权，其以 “破坏性”创新的方式给

传统货币治理带来挑战。Ｌｉｂｒａ数字货币在理论上已具备交易媒介、价值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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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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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等货币功能，如果能够建成覆盖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Ｌｉｂｒａ将逐步进入

储蓄、投融资、保险等领域，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形成替代和冲击。从目前各

国的态度来看，大部分国家对Ｌｉｂｒａ持谨慎态度。①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数字货币既是推动国际货币改革乃至全球经济

合作的重要契机，也是需要全球社会予以高度关注的一个全新治理领域。目

前数字货币在国际上遇到了较大的监管障碍，由于审慎监管、功能监管、行

为监管等传统监管体系已无法有效应对去中介、去中心化的金融交易现状，

面对数字货币挑战货币发行权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也是防范乏力，七

国集团 （Ｇ７）和Ｇ２０相继强调，数字货币未经检验且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风

险，如法律确定性、健全治理、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支付系统安全和网络

以及操作风险考量等，这些都需要解决。② 为避免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影响

全球金融体系，世界各国也纷纷开展法定数字货币试验。虽然数字货币要成

功实施还面临着极大挑战，但从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类似于Ｌｉｂｒａ的数

字货币不断出现，并与各国金融监管进行持续的博弈。③

四、结论与启示

要在全球化世界中预防和管理金融危机，就需要各国在全球、区域和国

家层面采取协调行动。在机制复合体内，各成员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多边主

义规则，在缺乏明确的法律等级制度的情况下，重叠治理机制的扩散将危及

机制复合体内个体治理机制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合作。从治理的有效性来

看，机制复合体内各个体机制之间的重叠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机制复合

体中的不一致和冲突会削弱各国通过多边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增加遵守规则

的难度和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公众对国际机构的信心，使治理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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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Ｌｉｂｒａ问世以来，美国参议院举行了多场有关Ｌｉｂｒａ的听证会，部分议员要求美联储禁止

Ｌｉｂｒａ项目；在俄罗斯，Ｌｉｂｒａ被禁止作为支付手段；欧洲的监管机构对Ｌｉｂｒａ也高度存疑，德法两国
的财政部部长在公开讨论中明确表示不能授权在欧洲地域内开发Ｌｉｂｒａ项目；日韩监管机构也警告

Ｌｉｂｒａ可能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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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１４～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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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难以确定，从而使本就严重的治理赤字、治理不均衡的现象更为严重。

但是，金融机制复合体中的区域和多边安排具有战略和政治动机，加强全球

金融治理安排的诸多努力可能也无法完全克服这些动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需要考虑与区域治理机制一道确保政策协调，避免金融治

理进一步去全球化。①

本文考察了机制复合体中的两个维度，即多层治理机制之间核心规范的

差异性与个体机制的策略选择，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全球金融治理机

制有效性带来的影响，提出机制复合体的四种类型：良性协同、功能性竞

争、建设性合作和 （潜在的）恶性破坏，并通过案例说明不同类型治理机制

重叠的后果。首先，在开发金融领域，世界银行、亚行与亚投行、新开发银

行的案例表明，这些多边开发银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重叠，它们之间

结成正式合作伙伴，能够避免在社会和环境治理方面的 “逐底竞争”，特别

是在知识和信息共享方面开展的合作，有助于新老多边开发银行解决透明

度、治理、问责制、债务可持续性和环境标准等问题。案例分析表明，影响

机制复合体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各个体机制之间是否能够利用规则活动

领域的重叠来寻求合作。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为当代国际金融治理体

系的发展完善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世界银行等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对发展

中国家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响应。因此，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作为新兴经济体

主导创建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其设立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改善全球金

融治理结构，助力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重塑，而且在发挥现有多边开发金融

机构主要功能和作用的同时，对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也产生了有益

补充。

其次，在金融安全网络领域，货币互换网络的建立，客观上弱化了ＩＭＦ
作为多边机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指导监督效力和 “最后贷款人”角色，但美

国与其他国家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并不是对ＩＭＦ
的取代，其本质还是为维持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主导的货币

互换机制既不会带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不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因

此无法通过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克服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虽然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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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国家之间也可以建立多层次的货币互换机制，但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
还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能够承担起国际货币职能的货币不多，因
此，即使建立多层次的货币互换机制，也不会改变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
特征和性质。但人民币货币互换打破了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互换机制的排他
性，促进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虽然美国仍
然试图垄断国际货币金融规则的制定和话语权，但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建立互
补兼竞争性的机制，将迫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从而
有可能使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逐步取得进展。

再次，在金融监管领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在本质上是在美国主导
下、反映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框架和规则，大国博弈的
逻辑始终贯穿于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调整和改革进程中。① 国际金融监
管改革进程一直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
融监管规则制定过程中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在现行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存在利益分歧，特别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监管改革方案往往超越了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后者参与国际金融
监管改革的积极性。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缺陷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在议事
规则、治理结构以及实施效率等非技术层面，因此，在有效协调各国利益的
基础上，落实监管新机制比纠正技术层面的缺陷更重要，也更复杂、更困
难。在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下，短期内还难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随着后
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将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此轮国际规则变革，逐步提升发
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打造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
际金融监管规则。

最后，在货币体系演变领域，随着数字货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其可能对
现代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冲击，甚至有可能重塑全球货币格局。传统的货币制
度体系是建立在中介化、中心化的基础之上的，而数字货币以区块链技术为基
础，具有去信任和去中心化的特征。Ｌｉｂｒａ具有较为完善的数字货币体系特征，

一旦成功，其将可能是一个新的全球性货币，类似于全世界银行间金融电信学
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Ｆ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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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小额跨境支付的金融基础设施。作为世界性的 “大而不能倒”的金融基础设

施，Ｌｉｂｒａ将迫使各国接受其存在的合理性，各国的货币体系都会因Ｌｉｂｒａ的进

入而受到影响。由于Ｌｉｂｒａ这类数字货币与传统的货币模式截然不同，基于现

代的技术体系，其可能实现货币的去国家化与去主权化，能够从底层上完全颠

覆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从而给传统货币体系带来剧烈的冲击。

以上分析表明，由不同行为主体构建的金融治理机制组成的机制复合

体，其相互作用的范围、性质、层级等要素以及演进规律均不同于单一机

制，① 而且机制复合体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单一的，机制复合体中

的个体机制可能同时包括几种类型的复合关系。此外，机制复合体内各个体

机制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不同类型的关系有时可以相互转化。即使彼此

存在冲突的个体机制，也可能在长时间的互动中产生新的认知，形成新的共

识。尽管我们希望合理化和简化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架构，但多层横向治理

机制将继续存在，一些研究发现，加强全球安排和治理机制的努力也不太可

能扭转金融治理多边化和区域化的趋势。② 由于区域和多层横向金融安排不

能解决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所有问题和风险，因此，推动机制复合体内各

个体机制的协调，并促使其朝着减少分歧、增加互动的方向发展，同时加强

多层治理机制协调的能力，促进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分工和合作，是提高机

制复合体治理有效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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